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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无疑是近些年最严重的“人造风险”[1]之一。2014年4月11日下午16

时，兰州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兰州自来水苯含量严重超标，并规定24小时内全城停止

饮用自来水。消息一出，一座300万人口的城市迅速陷入集体恐慌。实际上，4月10日15时，兰州

威立雅水务公司就已经检测出自来水苯含量超标，最高监测值为200微克/升，超出国家限值的10

微克/升的标准多达20倍。从4月10日15时到4月11日16时，信息延迟发布至少超过了24小时。[2]

其实，早在3月初，兰州市民就反映自来水存在刺鼻异味，全国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但官方坚持认为水质安全，并“对无中生有、造谣的相关人员进行了查处”。[3]考虑到4月10日

检测出苯超标的水样采自4月2日，《中国青年报》随之抛出了一个更加刺痛人心的结论：“到4

月10日，兰州人已经最少喝了8天含苯的水，最多有可能持续了一个多月。”[4]当这些数字叠加

在一起，无疑制造了一场大面积的社会恐慌。

人是符号的动物，[5]人通过符号来表意，通过控制意义生成的方式来运用权力，实现控制和

统治，但同样人也经常通过对既有符号的反转操控来改变意义的方向，实现对权力的反抗。从这

个意义上而言，一切公共事件都是围绕着符号而展开的意义对抗和权力争夺。符号学也因此越来

越广泛地进入公共事件的研究视野。[6]鉴于此，本文以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为例，重点分析近年

来困扰中国的环境公共事件中底层话语的修辞实践，并尝试提出符号学分析环境公共事件的一般

路径和方法。

一、符号化与社会动员的符号实践

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之所以成为一个公共话题，离不开其在公共媒介上的符号化实践。符

【摘 要】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是近些年影响极为严重的一次环境公共事件。底层话语的修辞实践体现为对一切

可能的符码体系进行符号化处理，使其成为舆论再造的“场”。这一过程离不开语境的意义赋值体系，而伴随文本语境

和场合语境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符号召唤与意义再造功能。符号化过程往往会诉诸于特定的接合实践，即将环境议题置于

环境正义主义话语框架中，最终“以话语的方式”开展社会动员工作。一般来说，“符号化实践→语境生成实践→话语

接合实践”可以视为环境公共事件研究的一种可供选择的符号学分析框架、路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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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直接功能就是表意，只有携带意义的事物才能称为符号。所谓符号化，就是赋予事物以意义

的行为和过程，其结果是将非符号变为符号。“只要符号化，哪怕看来完全没有意义的，也可能

被解释出意义。”[7]符号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给出的答案是“表现

与内容相关时”[8]。换言之，当事物开始呈现出“表现”（expression）念头和欲望时，符号化

行为已经开始了。一块石头本来没有意义，可是一旦刻上文字变成印章，那就成为符号，即主体

或身份意义不在场时的指涉物。符号化的过程，离不开人类的选择和使用行为。这也是为什么罗

兰•巴特敏锐地指出，任何事物一旦成为人类的使用对象，就会符号化。[9]换言之，当事物进入

人类的关照体系下，它便从穆卡洛夫斯基所说的“前符号实践”（presemiotic praxis）阶段中

“挣脱”出来，进入意义表征维度的“符号功能”（semiotic function）阶段。[10]但是，符号

化即片面化，“符号不等于符号载体，不等于载体的所有可感知品质，而是载体所提供的感知与

意义之间的关系。”[11]片面化时已经决定了符号的意义方向和意图定点。因此，谁来发起符号

化，以及如何符号化，就等于决定了意义的生产权。

在环境公共事件中，一般来说，主流话语牢牢地掌控着对符号的命名、发布、解释和使用权

力，即它拥有意义的最大生产权。所谓官方信息发布的瞒报、迟报、漏报、误报等现象，本质上

都可以视为符号学意义上的符号权力滥用——法制话语之外的一系列非协商性的、非对话性的符

号操控行为。如果将底层话语纯粹视为边缘的、从属的、被动的话语方式，那完全是低估了底层

话语的修辞实践和对抗能力。类似于斯图亚特•霍尔在文本解码中提到的“对抗式解读”策略，

底层话语最常见的对抗方式就是基于“拿来主义”的“借巢孵卵”策略，即在主流话语体系中

寻找一切可能的漏洞和破绽，使其成为挑战主流话语合法性的修辞资源和话语符号。[12]“七十

码”、“俯卧撑”、“躲猫猫”、“我爸是李刚”、“临时性强奸”、“休假式治疗”、“一个

艰难的决定”等符码都来自于主流话语的陈述体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时代被符号化的流行

语，根本上是因为这些符码碎片被刻意提取出来，并置于一种对抗性的解释语境和意义框架中。

显然，符号化过程对应的是符号意义的替代性生产实践，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迂回的、游戏式的、

赌博式的“批判性修辞实践”（critical rhetorics）。

在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发生后的两个月内，法制话语迟迟“缺席”，[13]底层话语的修辞智

慧便转向对一切可能的“自然符码”的符号化处理。符号化的结果是，将“自然符码”从其原始

的沉默状态、不在场状态、前符号状态中激活，作为舆论再造的话语“据点”参与了“对抗性话

语”[14]的生产与争夺。这些被符号化的事物包括：兰州市委书记在新闻发布会中称政府“问心

无愧”；5月10日央视《新闻调查》 节目中兰州城乡建设局冯乐贵局长称延迟24小时上报是因为

“半夜里不敢打扰领导睡觉”；多年前郎咸平抨击威立雅水务公司的一段视频《兰州水价模式，

谁来埋单》；4月13日被公众调侃为“老天怒了”的天降冰雹现象；恒大集团免费派发冰泉过程

中出现的“矿泉水去哪儿了”网络造句行为……显然，在底层话语的符号化实践中，那些原本默

不作声的、躲在暗处的事物被识别、被激活、被生产，聚拢在一起，成为一个个人为构造的话语

符号，在制造公共围观上发挥了神奇的社会动员功能。

在视觉文化时代，公共议题构造很大程度上诉诸于图像化的表征途径和方式。[15]在底层话语

所征用的批判性修辞实践中，“图像政治”（image politics）是一种最常见的社会动员方式，

即通过制造“图像事件”（image events）来建构“问题”和“争议”，从而将其推向公共商议

空间。[16]从符号学意义上讲，“图像政治”就是对图像进行符号化处理，即将其从茫茫符码体系

中特别挑选出来，并赋予其某种对抗性的指涉意义，成为舆论生产与再造的“场”。在兰州自来

水污染事件中，为缓解兰州市民的饮水困难，恒大集团迅速调集了1200万瓶恒大冰泉进行免费派

发。“矿泉水去哪儿了”一时间成为底层舆论的质疑焦点，其中最激烈的声音是指责矿泉水被政

府有意“截流”了。真正掀起舆论波澜的则是网友拍摄的一张图片：恒大冰泉送水车停在兰州市

公安局七里河分局门前，工作人员正在将车上的水搬至公安局楼上（见图1）。在由愤懑和恐慌

共同浇筑的特殊语境中，这张图片迅速被符号化了，成为底层对抗性话语附着并顽强生长的“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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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图像的直接意指致力于还原新闻事实，含蓄意

指则直接上升为针对政府公信力的信任危机。

如果说底层话语运作的基本修辞实践体现为对

事物的符号化过程，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哪些事

物最容易被符号化处理，这些被特别选择并赋予意义

的事物具有什么特征？答案往往指向一个重要的符号

学概念——“刺点”（Punctum）。刺点是罗兰•巴特

在《明室》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意为一种“说不出名

字”的“刺激物”，往往会给人们带来“十分明显的

慌乱的征兆”[17]。其实，刺点就是一些特殊的文本或

文本局部，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的偶然性、破坏性

和反常规性。换言之，相对于正常化的、总体性的、

秩序化的文本体系，其中的某些信息点总是试图冲破

框架，打破常规，与其他信息点或其他文本显得“格

格不入”。从符号文本的双轴关系来看，如果说组

合轴揭示的是总体文本中各要素之间的搭配和链接关

系，聚合轴强调的是某个元素的选择和替换关系，而

刺点“就是在一个组分上聚合操作突然拓宽，使得这

个组分得到浓重投影”[18]。可见，正如相声中的“包袱”，诗句中的“神来之笔”，影视剧中那

些意味深长的“情节点”，这些“点”打破了正常文本话语的统一性，特别是组分上的聚合轴大

大拓宽，形成符号文本中的刺点。

在刺点那里，意义往往最为丰满，而且增长很快，因而极易卷入一场有关意义生产与争夺

的修辞实践中。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某些文本组分之所以被生产出来并成为舆论动员的引擎

装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组分的聚合轴过于“宽泛”，最终在组合轴上出现了反常规搭配结

构，即这些组分的特质远远超出了总体文本的规约框架，因而形成了符号学上的刺点。“问心无

愧”之所以被符号化，是因为在官方的新闻发布所对应的话语体系中，它是个体立场支持下的私

人话语，与其在公共立场上作为官方发言人的身份相悖，也超出了新闻发布会本应“坚持”的官

方话语体系，即跳出了我们常说的“官方模板”，因而成为整个文本的刺点。同样，在恒大冰泉

免费派发事件中，恒大官方微博完整记录了各地的现场图片。这些图片呈现的是一幅基调一致的

和谐景观：满载冰泉的卡车进入校园、社区和街道，驱走了那里的恐慌和不安，普通百姓排着长

队免费领水，脸上露出了焦急而又幸福的笑容。然而，那张停靠在公安局门前的“送水”图片完

全打破了这种和谐局面，走向了一种难以弥合的反结构状态，因而形成一种反常搭配的“刺点文

本”。正因为这一“刺点文本”超出了常规文本相对统一的、标准的、秩序化的诠释体系，因而

使得建立在“刺点文本”基础上的替代性意义生产和争夺行为成为可能。

二、语境生成与符号意义召唤

在符号修辞实践中，语境（context）从来都不是一个默不作声的背景或陪衬，而是作为一

种在场的话语元素积极参与符号意义的赋值过程。离开语境所铺设的“上下文关系”，能指与所

指的勾连关系注定是浮动的、难以确认的，因为语境对符号的激活和释义过程起着重要的限定和

导向作用。具体来说，语境创设了一个巨大的“语义场”，这里沉淀了某种劝服性的权力形式或

意识形态，以便于接受者的释义过程可以沿着特定的认知体系和解释框架延伸开来。[19]语境有多

种分类，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伴随文本语境和场合语境。[20]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语境作为一种

极为重要修辞实践参与了符号意义的召唤、激活与赋值过程。

 

 

 

 

 

 

 

 

图1：恒大冰泉送水车停在兰州市公安局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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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伴随文本语境与符号召唤

任何一个文本，都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大量文本之外的信息，有些信息是文化意义上的社会约

定，有些信息是认知意义上的关联对象，这些信息便构成了文本的伴随文本（co-text）。如果

我们承认一个文本必然受制于特定的文化制约，而且与外部世界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其实就是

承认伴随文本对于文本解释的重要意义。[21]伴随文本仅仅是文本“顺便”携带的某些约定和联

系，一般潜藏在“暗处”，并不显现于文本之中。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境下，伴随文本会被激活，

并且作为一种积极的话语元素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与建构。

当伴随文本被激活，并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客观上便搭建了一种新的语境形态——伴随文

本语境。类似于普遍意义上的互文关系，伴随文本语境揭示的是一种基于社会约定和相关联系而

构造的上下文关系。早在三月初，兰州自来水就爆出存在刺鼻异味，然而官方迅速辟谣称水质安

全。3月8日的《兰州晨报》头版用最醒目的大字宣布“自来水水质全面达标”，此事后来不了了

之。然而当四月水污染事件发生后，4月12日

的《兰州晨报》头版承认“兰州市自来水发

生苯含量超标事件”。由于两次自来水事件

的微妙联系，再加上两份报纸在板式上的相

似性，因此迅速搭建了一个互文意义上的伴

随文本语境（见图3）。同时，当自来水污

染事件的责任主体一直“逍遥法外”时，公

众本能地将矛头指向了兰州市长袁占亭。作

为2013年被网络曝光佩戴多款名表的“故事

主角”，同样“逍遥法外”的“表哥”袁占

亭又成为自来水污染事件的“故事主角”。

可见，自来水污染事件直接激活了其伴随文

本——“表哥事件”。在二者所搭建的伴随

文本语境中，早已被历史遗忘的“表哥事

件”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在舆论动员上发挥

了微妙而神奇的修辞功能。

同时，环境公共危机从来都不是一个静

态的事件，而是作为福柯所说的“话语性场

域”（field of discursivity）[22]，积极地召唤各种“为我所用”的伴随文本。当伴随文本从

其原始的“隐匿”状态中被召唤出来，它便作为一个新的符号文本开始召唤其所“携带”的其它

伴随文本，最终形成一个更复杂的伴随文本语境。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当责任主体威立雅

水务公司进入公众视野，2010年段郎咸平抨击法国公司威立雅各种交易黑幕的视频《兰州水价模

式，谁来埋单》迅速被舆论激活，成为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的伴随文本。正是在伴随文本语境

中，这段“雪藏多年”的视频开始走向幕前，网上掀起了“威立雅滚出中国”的民族主义讨论。

与此同时，一时间有关威立雅公司在中国其它城市的“斑斑劣迹”同样被召唤出来，如2013年5

月海口市环保局对威立雅水污染事件进行立案处罚，2013年8月环保部对威立雅废弃物排放超标

事件进行公开处罚……所有这些文本组合起来，便形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伴随文本语境，这直接

将威立雅“污染门”推到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网络讨伐空间。

（二）场合语境与仪式抵抗

如果说伴随文本语境是符号文本自身携带的“内部”语境，那场合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则是符号文本的“外部”语境。一般来说，任何符号文本都存在于特定的情景关系

中，并且归属于特定的社会范畴。不同的外部情景或社会范畴总是对应于不同的符码体系和元语

图2：3月8日和4月12日的《兰州晨报》头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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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比如“临时工”、“我爸是李刚”、“休假式治疗”、“轮流发生性关系”等网络流行语只

有被置于特定的网络事件背景中才能真正理解其所指意义。

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本身就铺设了一个巨大的场合语境，所有身处其中的元素都不可避免地

接受着来自语境的意义赋值压力，有些符号化行为甚至演变为一场普遍而深入的仪式抵抗行动。

4月14日，也就是在兰州市委书记虞海燕宣称“问心无愧”的次日，兰州市突遭特大冰雹袭击，

整个城市淹没在黄豆大的冰雹之中。这原本是一个极具偶然性的自然现象，然而在兰州水污染这

一特殊的“场合语境”中，天降冰雹现象被赋予了一定的“人文意义”。在对中国古老哲学话语

的征用体系中，“天怒人怨”、“老天怒了”、“这就是说假话的下场”等反讽式修辞表达开始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蔓延开来，并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极具仪式化的集体抵抗行为。这种仪式抵

抗行为同样延续到随后的“六月飞雪”现象中。类似的仪式抵抗还发生在兰州市政府发起的“文

明城市宣传口号征集”活动中。4月9日，兰州人民政府官方微博发出一则公告，面向兰州市民征

集全国文明城市宣传口号。三天后，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猛然袭来，这条原本沉默已久的微博

迅速被激活了，成为特殊语境中的一个极具讽刺性的话语符号。底层智慧开始发力，纷纷转发这

条微博，“春色里看苯海”、“春水如兰，苯源之州”、“苯出于兰，不至于兰”、“苯于水，

封于信，稳于民”等反讽式“宣传口号”横空出世。于是，一场由底层话语驱动的仪式抵抗行为

开始蔓延开来。

不得不强调的是，由于法制话语的“缺席”，这种抵抗行为仅仅是也注定是仪式性的，更多

地体现为詹姆逊所说的戏仿性的、游戏式的、戏虐化的后现代操演行为。即便如此，我们不得不

承认，这种仪式抵抗行为在公共议题建构方面依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功能。

三、接合实践与环境正义主义话语生产

接合（articulation）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辞实践，其目的就是将一个事物纳入到特定的话

语陈述体系中，进而“以话语的方式”重新界定事物的意义和秩序。简单来说，接合的功能是建

立事物与某种话语之间的关联性和对应关系，赋予事物解释一个强大的、正当的话语维度，也即

提供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语境元语言。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接合是一种构建意义元素

之间对应关系的意指实践，正是借助意义接合的方式，人们的认同得以建立起来。”[23]在当前国

际政治背景下，为什么一群人的“人体炸弹”行为在西方世界被称为“恐怖分子”，而在阿拉伯

世界则被称为“自由战士”，本质上是这一行为被置于不同的话语框架中，或者说修辞主体使用

了不同的接合实践，这使得同样的行为被赋予不同的诠释体系。我们经常说的“上纲上线”就是

一种典型的接合实践。当认识问题上升为立场问题，道德问题上升为法律问题，作风问题上升为

路线问题，普通话题上升到民族国家问题，其目的就是将事物置于某种集体共享的话语框架进行

审视，进而“以话语的方式”赋予某种行为以合法性。在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环境议题的建

构同样诉诸于修辞学意义上的接合实践，即致力于发现环境污染和其它话语之间的关联性，这其

中常见的话语接合策略体现为对环境正义话语的再造行为。

环境正义主义话语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美国境内的“邻避冲突”事件。[24]面对社

区周围的多氯联苯（PCB）废弃物掩埋场，美国南卡罗莱纳州非裔社群Warren County抛出了一个

石破天惊的修辞学问题：为什么工业废渣要掩埋在黑人社区？于是，环境问题被巧妙地转化为种

族歧视问题，少数人群的抵抗行为由此上升为一种重构美国价值观合法性的公民权利行为。当环

境问题从原初的环境场域中挣脱出来，变成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Warren County最终“以

修辞的方式”完成了环境议题的政治化表征与构造。当这一修辞手段被反复挪用，全球范围内的

环境正义主义运动普遍延伸开来，成为环境传播领域非常重要的一种新社会运动形态。

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发生之初，由于调查结果和责任主体迟迟未能公布，舆论场中的法制话

语总是处于“不在场”状态，这使得舆论生成过程更多地停留在对政府和威立雅水务公司的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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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层面。道义谴责往往是一种非话语性的情绪表达。由于缺少修辞学意义上的劝服力量，道义

谴责注定是单薄的、暂时的、过渡性的、不稳定的，而且很容易被其它围观形式或话语方式所驱

赶。反过来讲，对环境议题进行话语化建构，即将其接合到特定的话语框架中，进而“以话语的

方式”赋予底层表达某种合法性与正当性，这是对抗性话语普遍共享的话语实践。在兰州自来水

污染事件中，环境正义主义话语悄然生成，而且被赋予了新的语境框架和意义内涵，因而产生了

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

由于兰州全城自来水苯超标，政府不得不为市民应急供水。然而领水过程中，部分供水点出

现了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规定：兰州市民凭户口本正常领水，非兰州户口人员则禁止领水或减少

领水。[25]这一话题在微博、天涯、百度贴吧等线上空间迅速升温，舆论的焦点开始发生了微妙的

偏移和转向，中国特殊的环境正义主义话语开始形成。户口本就是一个被舆论刻意召唤出来的修

辞资源。它已经俨然被符号化了，不单单是人口学意义上的户籍证明，而是上升为中国社会矛盾

激化的身份标签和对立符号。底层话语正是通过对户口本的修辞建构而将环境问题转化为户籍歧

视问题。跟西方环境正义话语不同，中国环境正义话语超出了种族歧视这一修辞框架，在接合实

践上挪用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户籍歧视话语，所体现的是一种新的话语生产实践。

除了户籍问题，环境正义话语所征用的修辞资源同样诉诸于转型中国的贫富分化议题，即不

同社会群体或阶层在环境危机事件中可能的受害程度是不同的。在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官方

于4月11日发布自来水污染消息，48小时后即称水质达到安全标准。可许多市民疑虑未消，甚至

事件过去一个月了，依然选择使用纯净水。[26]我们关心的话题是，那些依然坚持使用纯净水的人

群有什么特征？

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对兰州西固区和安宁区172个家庭的随机问卷调查中，家庭收入和

使用纯净水时间成显著的相关关系（r=.735，p<.05）。换言之，在公共健康危机面前，假如政

府发布的水质安全数据存在掩饰或误报嫌疑，那低收入家庭更容易遭受健康伤害。其实，早在3

月6日，全国数十家媒体就曾报道兰州自来水出现刺鼻异味，但官方坚持认为水质监测数据符合

国家标准。[27]其实，从那时开始，许多市民就已经开始使用纯净水，这在经济条件好的家庭那里

非常普遍，而低收入家庭则因为“相信政府”而持续饮用后来被证实的可能存在风险的自来水，

我们的调查结果很好地验证了这一基本事实。

显然，当官方坚持的技术理性与底层体验对应的文化理性之间存在艰难对话时，高收入家庭

总会巧妙地避开风险，置身于这一矛盾体及其结构关系之外，实现对自身健康与安全的经济学救

赎。纵观中国的诸多环境公共事件，瞒报、迟报和误报等“符号权力滥用”现象时有发生，[28]当

官方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处于失衡状态时，任何可能的风险最后更容易转嫁到低收入家庭那里，这

个特殊的群体最终会为政府可能存在的公信力危机而默默“埋单”。而高收入家庭往往会启动耗

资巨大的防范措施，如选择搬迁、购买净化设施、使用“特供”产品，最大限度地免受公共危机

影响。可见，当贫富问题进入环境正义话语的解释体系，中国的环境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

间的公平与正义问题——低收入家庭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底层群体，更是在生态危机中苦苦挣

扎的“环境难民”。

总之，纵观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环境正义话语的接合实践，环境问题被巧妙地置于户籍

歧视、贫富歧视、权利歧视的话语框架中，这使得议题建构和社会动员过程获得了强大的话语支

撑，而这一过程则是通过符号学意义上的文化“标出”行为完成的。按照文化符号学解释，社会

文本存在诸多二元对立范畴，对立项之间往往是不对等的、不平衡的，有主/辅、正常/反常、主

流/非主流、文化/反文化之分，并且还有“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项，由此形成非标出的正

项、标出的异项和中项共同构成的文化格局。正项代表的是主流话语默认的话语取向，属于正常

项；中项是表面上保持中立、左右摇摆的文本意义，实际上总是不可避免地偏向一边；异项则是

被主流声音排斥的异常的、边缘的表意内容。正项和中项的目的就是排斥异项，界定异项，标出

异项，使异项成为文化符号学意义上的“标出项”（the marked）。在西方话语那里，东方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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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项；在男权话语那里，女性是标出项；在和谐话语那里，恐怖分子是标出项……标出项一般存

在于二元对立范畴中，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构造物。在当代网络文化的修辞体系中，“80后”、

“官二代”、“富二代”、“临时工”等符码体系被特别标出，成为揭示当前社会反常状态的

“标出项”。标出项往往被置于特定的话语框架和修辞语境中进行排斥和打压，使其具有“异项

特征”。如面对转型时期的诸多群体性事件，官方在进行事件定性和话语表述时，总是倾向于使

用“一小撮”等修辞结构，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异项标出”行为。标出的目的主要是打击异

项，排斥异项。因此，标出的异项只能是“一小撮”，而不能是“大部分”，否则树敌太多，自

己就面临着正项反转为异项的可能。

进一步审视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的环境正义话语，户籍问题和贫富问题背后的环境正义

话语之所以作为一种修辞资源被刻意识别并生产出来，根本上源于对二元对立话语的生产行为。

具体来说，底层话语巧妙地发现了环境传播实践中的一个个二元对立范畴：兰州籍居民/非兰州

籍居民、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如果说前者是主流话语普遍接纳的正项，后者则是不折不扣

的文化“标出项”。在环境正义话语的接合实践中，当非兰州籍居民、低收入家庭被有意“标

出”，标出项所对应的社会群体便被建构为异常的、边缘的、不守秩序的社会存在。在兰州自来

水污染事件中，“标出”本身意味着一种话语建构方式。类似于福柯提到的“排除的规则”（rule 

of exclusion），其目的就是“重新定义、解释并制约我们应对环境议题的思维方式”。[29]当标

出项被有意生产出来，并置于环境正义话语框架中，环境议题不仅作为一个“问题”被建构出

来，而且在修辞学意义上被转化为一个逼真不过的歧视问题（如户籍歧视、贫富歧视），这便是

环境正义话语生产的接合原理。

四、结语：通往环境公共事件研究的符号学路径

总之，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的话语运作过程可以概括为三个相互关联的修辞实践，分别是符

号化实践、语境生成实践和话语接合实践。三者之间的“对话联系”可以表述为：符号化实践强

调的是对符号的识别和选择行为，语境生产实践揭示了符号意义的赋值和生产机制，而话语接合

实践则旨在强调一种“更大的意义”——话语的勾连和争夺过程。具体来说，第一，由于信息沟

通的失衡或不对称状态，底层话语往往会对一切可能的自然符码体系进行符号化处理，使其成为

舆论再造的“场”，这一行为对应的恰恰是符号意义的激活与召唤过程；第二，符号化过程其实

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完成的，而伴随文本语境和场合语境在符号意义赋值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

限定和导向作用；第三，为了使得符号表意行为产生强大的社会劝服功能，公众一般会招募并挪

用一定的话语方式，也就是给意义生产和社会劝服一个话语框架，进而“以话语的方式”实现公

共议题构建的政治目的。

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并非一个特殊事件，而是共享了其它环境公共事件的诸多共通之处。在

其它环境公共事件的舆论运作过程中，底层话语的修辞实践延续了“符号化实践→语境生成实践

→话语接合实践”这一符号学分析框架。具体来说，符号化分析强调对符号的选择、激活与意义

赋值行为，其结果是激活并生产了许多新的符号，环境公共事件中的流行语、网络热图、网络造

句等符号体系都可以视为符号化的产物；语境生成分析强调对伴随文本语境和场合语境的特征分

析，而环境公共事件中经常出现的“新闻合订本”和“新闻要对照着看”其实就是一种最典型的

语境生成策略；接合实践分析强调一种话语的生产与再造行为，也就是将环境议题巧妙地转化为

相应的法制话语、全球化话语、公民权利话语、社会正义话语等话语形态，进而在某种话语框架

中进行公共议题建构。因此，“符号化实践→语境生成实践→话语接合实践”可以视为环境公共

事件分析的一种可供借鉴的符号学分析框架、路径和方法。

当然，符号学分析环境公共事件并无一个标准的模式或套路，本文仅仅提出了一个可能的分

析框架，更为丰富而多元的符号学分析框架还有待进一步提炼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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